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夥伴、商品與破壞者:
近代內蒙古地區犬類的利用及管理*

張　 博

[提　 要] 　 蒙古犬作為家畜的保護者與牧民生命財產安全的保衛者,在內蒙古畜牧生產生活中發

揮著重要的作用。 通過蒙古犬,農牧民一方面構築了抵禦獸害的“生物戰線”,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基

礎上保障了畜牧生產;另一方面,以蒙古犬為助手,擴大了其與草原自然界的互動範圍與管理能力。

而在此基礎上,人犬之間逐漸形成了基於同一生命共同體的和諧互動關係。 在近代內蒙古地區商

品化、城市化等背景下,人犬之間的互動有了更為多元複雜的互動形式乃至矛盾衝突,犬及其產品

的商品化使其成為牟利對象,而現代城市建設中的人犬矛盾又使犬成為重點整治乃至打擊的對象。

在此社會經濟巨變下,人與犬及其背後所反映的人與動物、人與自然的關係與互動也發生了深刻

變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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犬是較早被人類馴化的動物,法國博物學家布封(Georges-Louis
 

Leclerc
 

de
 

Buffon)指出:“在

將狗馴化的基礎之上,人類才開始征服大地,並且佔有大地”。①中國學者王明珂亦認為:“從兩萬年

前開始,人類一步步與自然界脫離。 狗隨著人類走來,成為人與其他自然物類間最後一線聯繫”,②

可見狗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。 內蒙古地區先民早在新石器及青銅器時代就已經開

始飼養、利用犬來進行狩獵生產活動,③專業畜牧生產形成並逐漸成為內蒙古主體經濟模式後,狩
獵也作為重要補充得以保留。 在此情況下,犬不僅在狩獵活動中繼續發揮作用,而且在畜牧生產中

也具有重要影響,成為牧民牧養牲畜以及抵禦其他野生動物的重要“助手”,是人類與草原生物環

境互動的重要“中介者”。 目前,國內外史學界對於犬類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重要作用的研究較

為豐富,但多集中於內地農業區家庭、城市、獵區、商貿口岸、交通線、祭壇等地,④而對內蒙古農牧

區及城市中人、畜、犬的互動關係變遷關注較少。 本文將關注點集中於近代內蒙古農牧區及城市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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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犬,通過其與牧民、牲畜互動關係的發展變化,對犬類在內蒙古農牧區生產生活中的重要作用,以
及晚清民國遊牧生產逐漸瓦解、畜產商品化、牧區農業化等多元背景下人與犬、人與自然關係的發

展變化進行分析。

一、遊牧生產中的人犬互動

日本學者中川洋一郎在分析基督教“三位一體”論起源的遊牧因素時指出:遊牧生產過程中除

了人與牲畜外,還需要第三種動物協助,其中最重要的是“向家畜群傳遞牧人指示的,輔助牧人管

理家畜的中介者” ⑤———犬,從而形成“牧人—犬—羊” ⑥的三層結構。 我們姑且不論中川所討論的

宗教問題,單從畜牧生產上看,犬確實處在一個極為特殊的位置,而且比中川所想的更為複雜。 犬

首先是人類豢養的、與人類共同生活的動物,這使其有別於一般的野生動物。 第二,犬也不是牧民

畜牧生產的對象,這使其又有別於一般的牲畜。 但與此同時,蒙古犬卻通過牧民的畜牧生產(兼及

部分狩獵),與人類、牲畜、野生動物產生了多元複雜的密切互動,在內蒙古畜牧生產中發揮重要作

用,其主要體現在對牲畜的保護、對牧民的協助等方面。 而人類在畜牧生產中也通過對犬的豢養與

利用,進一步與草原生物環境產生了更為深入的互動與影響。
內蒙古多數牧民長期以來在牧養“蒙古五畜”(馬、牛、山羊、綿羊、駱駝)的同時,也多飼養和利

用犬,如宋人彭大雅出使蒙地時,就發現蒙民“其畜牛犬馬羊橐駝”。⑦在元代蒙古史籍《十善福白史

冊》中所設想的理想的政教合一國家中,正法喇嘛的 25 個執事中除牧馬者、牧牛者、養騾者、牧羊

者、牧駝者外,亦有養犬者,⑧可見犬在遊牧社會中的重要地位。 而牧民豢養的犬種較為多樣,有蒙

古犬(又稱蒙古獒)、蒙古細犬等,其功用區分也較為明確。 至民國時期,蒙地犬種“有獵犬、咬狗二

者之別,獵犬者輕健矯敏,一旦出獵,聽主人命,搜索獸跡,一進一退,絕無虛隙。 咬狗例為守護帳屋

之犬,軀龐碩而氣獰猛,對於未識之人,為猛烈之犬噬,則群犬皆集”。⑨其中最為主要的犬種是蒙古

犬,這種犬體高 60~70 釐米,“毛色多尚黑色,垂耳,齒甚銳利,尾長達地,體軀偉大如狼,有獰猛之

骨骼”,⑩四肢健壯,具有較強的攻擊力,甚至有人稱蒙地“狗能降虎”。􀃊􀁉􀁓早在 11 世紀成書的《突厥

語大辭典》中就有獵犬捕狼的詩歌曰:“我的狗把它撲翻在地,狠勁撕咬它的毛皮。 把它的腦袋按

在地上,用利爪扼住了它的脖子”。􀃊􀁉􀁔在蒙古史詩中,強大的英雄亦對蒙古犬望而生畏,如仁欽·梅

爾庚準備埋伏襲擊敵人時,發現對方門口有惡犬,無奈只得“悄悄走近到門前,大聲吆喊:‘看住你

們的狗!’立即從房裡姍姍走出一位標緻而年輕的媳婦,耳朵上掛著一對珍貴美麗的耳墜。 她走到

黑熊般的大狗旁,用粗大的鐵索把狗拴上”。􀃊􀁉􀁕 《蒙古秘史》中亦載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該稱“我兒子

怕狗,休教狗驚著”。􀃊􀁉􀁖蒙地各時期法律中也多有猛犬傷畜、傷人的處罰條規,􀃊􀁉􀁗可見蒙古犬之兇猛。
此外,蒙古犬性靈敏,“發縱指示動如人意”,􀃊􀁉􀁘且忠誠可靠,“處事非常鎮靜,像貓一樣的聽候主人的

發落,對主人是極度的柔順,但遇到外敵馬上勇往直前,不顧一切”,􀃊􀁉􀁙因而深受蒙民喜愛,頻繁利用

於遊牧生產生活中。
在遊牧生產中,蒙古犬是協助牧民進行放牧的得力助手,其首先體現在對畜群的保護上。 牧區

社會主義改造前,遊牧生產長期是內蒙古地區的主要畜牧經營方式,在此條件下,牧民和牲畜均與

草原自然環境緊密結合。 人、畜根據水、草、氣候等條件進行大範圍、高頻率的移動,人類對於牲畜

生長繁殖的干預相對有限,“一般蒙民對於家畜,根本即無所謂管理,只任其自然,冬日既無廄舍,
夏日更無萌蓆,皆為露宿”,􀃊􀁉􀁚因而在草原環境中並沒有明確的自然與人類社會之區分,野生動物的

居住環境亦是人類和牲畜的居住環境,即類似於布羅代爾所謂“人獸共生的局面”。􀃊􀁉􀁛 在這種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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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,野生獸類對於家畜的威脅較大,特別是牧區狼害較為頻繁,如牧業發達的錫林郭勒牧區每年因

狼害損失 12%的羊,2~3%的馬,以及 23%的牛,􀃊􀁊􀁒因而其與暴風雪、傳染病並稱為舊社會牧區畜牧

生產的三大威脅,平均每年 25~30%的牲畜死於此三大災害。􀃊􀁊􀁓

在狼等野獸襲擊下,單憑人力難以應對,因而犬成為牲畜的第二保護者,人類利用犬開闢了應

對野獸的“生物戰場”。 在內蒙古東、中部地區,如呼倫貝爾、昭烏達、哲里木牧區“各家牛羊,均野

臥於帳房附近,並無圍牆,一二犬可抵幾個巡夜者”,􀃊􀁊􀁔其中“每羊群附以一頭護羊犬,此種犬帶獰猛

性,一則以防羊之散逸,一則以備狼害”;􀃊􀁊􀁕馬群放牧時則“放馬者每利用山溝,便於看護之處,攜帶

獵犬立在山頭,預備幾匹杆子馬於身旁,四面或兩側或三面如法佈置”,􀃊􀁊􀁖以保證馬匹的安全並防止

散逸。 部分地區牧民甚至“不敢趕馬出外,除非帶得一二頭大犬,可以抗拒害馬的狼,又能引導離

群的馬”。􀃊􀁊􀁗熱河蒙旗“蒙古人放牧家畜時,比攜犬同行”;􀃊􀁊􀁘 察哈爾“蒙地常有狼患,惟蒙狗足以制

之,故一群羊中須養大狗數頭,可以為羊之防衛”,􀃊􀁊􀁙即使有牧夫和棚圈保護,亦“恒以獵犬隨之,以
禦狼害”。􀃊􀁊􀁚在轉場放牧過程中,牧民往往會根據牲畜的數量和需求飼養蒙古犬,“大概是一百隻羊

需要兩隻狗”,􀃊􀁊􀁛故富裕牧戶能豢養十餘隻乃至數十隻。 如民國初年,大板地區富豪哈拉毛圖養有

十餘隻蒙古犬保護其牲畜。􀃊􀁋􀁒1940 年代末,新巴爾虎左旗牧主巴達瑪其木格攜牲畜轉場時“萬餘頭

各種牲畜、四十多輛車、四十多個騎馬的人來回奔馳,四十多條牧犬幫助主人來回奔馳,真是浩浩蕩

蕩”。􀃊􀁋􀁓在內蒙古西部地區“韃狗性最猛,虎狼每不之敵,故口外多以之視護羊群也”。􀃊􀁋􀁔如烏蘭察布

盟一帶羊群“總有長毛的牧羊犬跟著”,􀃊􀁋􀁕以防止散逸和狼害;蒙旗婦女放牧時亦“攜幼帶犬,既防狼

加害於羊,又破孤悶”;􀃊􀁋􀁖因此時人稱“蒙古人之蓄羊愈多,蓄狗亦愈多。 一狗之力之用,實比一人而

有餘。 蓋狼來人不能禦,而狗可以禦,故羊之與狗,實唯一之生命保護者。 狗往羊亦往,狗歸羊亦

歸,無一遺漏者”。􀃊􀁋􀁗在蒙古犬的協助下,牧民畜牧業生產的放牧效率大大提升,“牧丁一人攜獒犬一

二頭,即可以牧羊三四群”,􀃊􀁋􀁘特別是有經驗的牧人“助亦訓練有素之牧犬,則雖較大之羊群亦可指

揮如意”,􀃊􀁋􀁙部分牧區“縱有虎狼以害牧畜,僅飼養惡犬數隻,即可保無虞,故管理放牧,極為容

易”。􀃊􀁋􀁚

內蒙古地區畜牧生產雖然是人類經營的經濟模式,但其需要與草原環境緊密結合,自然因素在

其中長期有重要影響。 “蒙古五畜”雖然是人類牧養的牲畜,但其在大部分時間內仍需與各類野生

動物接觸和共生,非畜類動物的生存狀態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牲畜生長繁衍。 因此,在畜牧生產

中,農牧民不僅需要和家畜密切互動,也需要密切關注並直接或間接地處理與各類非畜動物的關

係。 其中,蒙古犬一方面是牲畜的保護者,另一方面是牧民畜牧生產生活的助手,通過對蒙古犬的

豢養與利用,牧民既建立了抵禦害獸的“生物戰線”,又構建了與草原其他野生動物間接互動的中

介。 因而在遊牧生產生活中,人、畜、犬在同一個命運共同體中和諧共生,保持著良性互動關係,犬
也在牧區社會與草原文化中,具有較高的地位和極大的經濟、文化價值,被牧民視為夥伴與家庭

成員。

二、農牧兼營區生活中的人犬互動

生產與生活的高度結合是蒙地牧業生產的重要特點,因而對於牧民而言畜牧生產是全年進行

的,其遊動生活亦是在進行生產,與牲畜處於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之中。 在此種情況下,
“狗非特保護羊,有全家賴以保全者”。􀃊􀁋􀁛早在《十善福白史冊》中就已告誡蒙民“為防賊盜,要豢養

黃犬走狗”,􀃊􀁌􀁒因而蒙地牧民所養的蒙古犬不僅是畜牧生產中的得力助手,更是牧區生活中防盜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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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的重要保障,特別是在晚清民國社會動蕩、匪患頻發時期,蒙古犬在保護蒙民家庭方面的作用更

為突顯。 如孟森在農牧兼營的郭爾羅斯後旗一帶見“蒙屯蓄犬,多在牆屋頂上,見生客則狂嗥而

下”。􀃊􀁌􀁓日人鳥居龍藏在內蒙古東部地區考察時亦稱:“狗乃蒙古旅行中最可怕的動物。 每家每戶都

養兩三隻的看門狗。 這些看門狗多少有些狂犬的特性,一旦有人靠近便狂吠不止,真是十分可怕。
不單針對行人,就連乙家的人到甲家時看門狗也會狂吠。 如若騎馬,狗通常會去咬馬腿”。􀃊􀁌􀁔徐圖之

途徑鄂爾多斯蒙旗時“有犬三四隻,齊向余等猛撲,雖拍馬狂奔,猶被追及,余乃狂呼“那海” (狗

也),由蒙婦出呼止之,倖免於難。 維卡特爾曾出手槍擊之,犬亦不懼,維氏謂奧、法之警犬,亦無此

兇猛云”。􀃊􀁌􀁕郝重新途徑烏蘭察布四子王旗時稱:“蒙地狗為最凶,旅行者必要有相當的抵抗能力,否
則可以說不值其一爪,本人在四子王旗曾有二次被咬,幸當時有人,得免重傷,我並非過言蒙地狗之

厲害,因蒙古人以此動物,保全家口及牲畜”。􀃊􀁌􀁖植物學家耿以禮在烏盟達爾罕旗一帶“偶於歸途中,
經一有蒙古包之處,俄人某君囑余催馬速行,蓋恐有惡犬追來也。 詎語未竟,而數頭兇惡之巨犬,已
疾馳而來。 余等乃連加數鞭,馬速如風,相持約一分鐘之久,犬已退去,而馬猶狂奔不已也” 􀃊􀁌􀁗等等。
即使在農業相對發達的河套地區,農牧民亦多養犬,且“套犬高大,倍於常犬,善守夜”,􀃊􀁌􀁘不僅能夠

防止野獸襲擊牲畜,也能保護牧民免於野獸與盜賊的侵犯,正因其有此種特性“內地人高價購

之”。􀃊􀁌􀁙此外,昭烏達、卓索圖盟一帶牧區中,蒙古犬“除有護畜作用,還有傳遞信息作用。 狗一叫,孩
子們首先從蒙古包裡跑出來,之後,向大人匯報觀察到的情況”。􀃊􀁌􀁚而在蒙民進行畜產貿易過程中,
往往“牲畜貨物置賬外,人居其中,獒犬守之”,􀃊􀁌􀁛以保證人、貨安全。 故日人北條太洋稱:“蒙古人若

無犬,恐不得一日之安穩生活”。􀃊􀁍􀁒籐岡啟亦認為:“對於警察機關不完備的中國,為著補這缺點起

見,各戶飼養獰猛的守夜犬,更可說是有興味的習慣了”。􀃊􀁍􀁓

此外,內蒙古牧民在進行遊牧生活的同時,傳統的狩獵仍在頻繁進行,其是生產活動、娛樂活動

與軍事訓練的結合,在牧區生產生活中具有重要意義。 而蒙古犬在其中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,如內

蒙古東部扎賚特旗一帶“山谷雖有狐、鹿等獸,蒙古用犬打獵”,􀃊􀁍􀁔翁牛特旗的黃羊圍中,亦須獵狗追

擊配合;􀃊􀁍􀁕科爾沁部狩獵活動中,獵犬亦是與棍棒及陷阱同樣重要的工具,其地犬種俗稱“細狗”(蒙

語為“台根敖海”)體態輕盈,擅長追擊。􀃊􀁍􀁖富有的王公、牧戶、商號則為打獵飼養有數量眾多的蒙古

犬,如達爾罕旗王府“養活幾十條細狗,供王爺回府打獵用”。􀃊􀁍􀁗在蒙古犬的協助下,牧區民眾的捕獵

效率大大提升。
正因犬在內蒙古畜牧生產生活中的重要作用,使其得到牧民的長期喜愛與尊敬。 如早在明代,

邊將蕭大亨發現蒙民對於“犬馬之良者,愛之甚於愛人”。􀃊􀁍􀁘在蒙古傳統法律中亦有對於犬類的保護

法規,如《猴年大律令》(1620 年)規定:“在朝聖之路途殺害蛇、蛤蟆、鴨子、麻雀、大雁、狗等,罰馬

一匹”;􀃊􀁍􀁙《1709 年三旗大法規》亦規定:“不得殺死健康的馬、黃鵠、蛇、蛙、黃鴨、黃羊羔、雀及狗等。
若有殺死者,見證者可向其罰取馬一匹” 􀃊􀁍􀁚 等等。 近代蒙旗牧區中,多數牧民對犬依然“愛若掌

珠”,􀃊􀁍􀁛甚至“彼等之愛犬,殆無異家族”。􀃊􀁎􀁒在飲食上,其不僅有自尋而來的野生動植物,還有牧民提

供的食殘的骨肉以及炒米粥,􀃊􀁎􀁓可“終日飽食”。􀃊􀁎􀁔在居住上蒙古犬更與牧民形影不離,人類居住空

間蒙古包亦是蒙古犬的居處,“在蒙古地方犬終離不了蒙古包,包和蒙犬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,蒙
古人對他們飼養著的家犬,非常的珍貴,好比自己的兒女一樣,成為家族中的一份子”。􀃊􀁎􀁕在牧區文

化中“狗不嫌主貧而另擇富戶索食,也稱‘義畜’”,􀃊􀁎􀁖地位頗高,廣受尊敬。 部分地區牧民將犬與人

視為平等的兩方,並長久流傳著“舅家的黃犬比外甥大” 􀃊􀁎􀁗的傳說和俗諺,肆意打罵家犬的行為更被

牧民痛恨。 故至解放戰爭期間,我軍在綏蒙地區亦將“不准打狗” 􀃊􀁎􀁘列入《尊重蒙胞風俗習慣的守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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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條》之中,命令官兵遵守,以團結蒙民。 至今部分牧區家犬死後,牧民要將其尾巴剪短後再埋

葬,以助它來世成人,􀃊􀁎􀁙可見人與犬之間的親密關係。
近代蒙地大規模放墾後,內蒙古地區逐漸形成純牧區、農牧混合區與農業區的多元生產地域格

局,不僅是牧區牧民,大量移入蒙地耕種、經商的農民、商人、農牧兼營者亦十分注重蒙古犬的飼養

利用。 在內蒙古東、中部地區,地理學家張相文考察蒙地見“人家畜犬最為猛鷙,晝間以鐵索繫之,
日落即縱之外出。 宿客初至,常有被其狂噬者”。􀃊􀁎􀁚在內蒙古西部,“人口星散,豺狼頗多,居民勢必

飼狗以禦之。 且蒙人盛行天葬,狗可以在外獵食,仰給飼料甚少,故居民每家必有家狗三四隻,綏遠

某商店甚至飼狗數百隻”。􀃊􀁎􀁛這些蒙古犬多“日間鎖以鐵鏈,晚放出,以守門戶,賊盜多不敢近云”。􀃊􀁏􀁒

包頭至平涼沿途蒙漢地域畜有羊群的村莊更是“每一村落,比畜有強悍肥大而吠聲如雷之犬”。􀃊􀁏􀁓察

哈爾一帶農家聯合放牧羊群時亦帶有蒙古犬保護。􀃊􀁏􀁔即使在人煙稀少的蒙古大戈壁中的漢人住宅

處,也能頻繁見到遊蕩的豬與狗。􀃊􀁏􀁕而在內外蒙經營商貿的旅蒙商隊在行路過程中亦攜帶蒙古犬群

以保護商隊安全,如在綏遠地區,一支擁有 200 峰左右駱駝的商隊,往往攜帶三隻蒙古犬同行。􀃊􀁏􀁖田

心在內蒙古考察時,“偶然也會在駱駝隊中逢到幾百頭犬堂堂行進的,其中往往以四五十頭為一

隊,這種犬是連而成為一排,每頭犬均跟著前犬尾後,好像一隊雄壯的軍人,這種犬,極為忠實,最可

笑的是大的駱駝竟要小犬來保護,倘若遇到狼群前來襲擊之時,就拚其全力應付”。􀃊􀁏􀁗在蒙地旅行、
經商,“牛車載運攜獒禦狼” 􀃊􀁏􀁘已成為公認的配置,被多數商隊所重視。

總之,蒙古犬作為動物,較深層次地融入到內蒙古農牧區的生活中,並在協助生產、安全保衛、
情感寄託等多方面與人類密切互動,其一方面促進了牧民的生產,保障了牧民及其財產的安全;另
一方面,犬與狼等野生動物的互動,間接地擴大了牧民與自然互動的範圍,增強了人類對於家畜生

物環境的管理能力等等,而正是在這一共生的基礎上,使得內蒙古農牧區人犬之間形成了和諧的互

動關係,在草原文明中具有重要價值。

三、商業化與城市化下的人犬互動

晚清民國時期,隨著天津等口岸的開埠,平綏鐵路、中東鐵路等現代交通在蒙地的修建,以及國

外資本勢力的深入,內蒙古地區畜產品在國內市場擴大的同時,也逐漸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。 在

這一過程中,蒙地不僅畜產品的商品化程度加深,各種非畜動物製品也逐漸成為暢銷商品,經濟價

值得到較大發揮,蒙古犬亦是其中之一,這在相當程度上逐漸影響和改變了人類社會對這些非畜動

物的利用方式,以及和它們之間的互動關係。 作為坐毯被褥等製品的重要材料,狗皮以其堅韌、耐
潮、保暖等特性,在皮革市場上同綿羊皮、山羊皮並稱為“小皮”,􀃊􀁏􀁙與馬皮、牛皮、駝皮等“大皮” 􀃊􀁏􀁚共

同成為蒙地重要出產品之一。
在內蒙古東部地區,早在 1880 年代,外國商人及傳教士就發現“中國飼養狗以獲取狗皮,就像

澳大利亞養羊一樣。 在滿洲和蒙古北部地區散佈著小型狗和山羊牧場”,􀃊􀁏􀁛而這些養犬場大量飼養

犬隻的目的,主要在於將犬或犬皮流入市場售賣牟利,􀃊􀁐􀁒這類犬皮貿易逐漸成為中國東北及內蒙古

部分地區的重要產業。 如 1919 年鄭家屯市場上集散犬皮達 10,000 餘張,其中不少來自於內蒙古

東部地區。􀃊􀁐􀁓又如 1932 年赤峰地區利用駝運向天津港輸出犬皮 5,000 張(單價 4 元/張);同年,赤峰

地區亦通過駝運向錦縣輸出犬皮 2,000 張(單價 4 元/張)。 值得注意的是,這年犬皮的單價與牛皮

持平,是羊皮(單價 0.4~2 元/張)的 2~10 倍,可見其利潤之豐厚。􀃊􀁐􀁔部分外國商號甚至還在天津、牛
莊等地設置代理點,經營中國東北及內蒙古的犬皮貿易。􀃊􀁐􀁕又如在牧業發達的烏珠穆沁地區,犬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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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馳名海外,三四年前,鞣製狗皮每張可售 25、26 元,多輸往美國”。􀃊􀁐􀁖由於犬隻大量屠宰對於生產生

活的影響,迫使當地一度頒佈屠狗禁令,􀃊􀁐􀁗以保護犬隻,並維護市場秩序。 在內蒙古西部地區,犬皮

的利潤亦十分豐厚,部分抗潮濕的優質犬皮甚至可賣到每張十餘元。􀃊􀁐􀁘如在綏遠一帶“狗較內地產

者約大五分之二,深黑或灰黑,皮可以作被褥坐毯等,優於羊毛,價且過之。 內地所用狗皮,多綏遠

產”。􀃊􀁐􀁙部分外國勢力亦在此大量收購狗皮,如日本商人在包頭地區“不惜鉅資,以重價收買羊狗等

粗皮,而一般奸商,往往唯利是圖,爭相出售”,􀃊􀁐􀁚一度引起政府的警覺,並出台禁令制止。
除了畜產商品化外,近代內外蒙古地區城市化亦有一定提升,諸如歸化城、包頭、多倫、滿洲里、

庫倫、科布多等商貿城市均得到發展,這使得城市環境的面積有所擴大。 而城市內人口的大量聚

集,出於防盜、護院、情感寄託等諸多需求,使得蒙地城市空間也成為蒙古犬的重要飼養地。 但由於

蒙地城市發展多處於起步階段,城市管理水準有限,犬、豬等動物生存空間在一定程度上與民眾的

生活空間是高度結合的,且由於缺少圈舍建設,各類動物在城市空間中自由穿梭,形成“人獸並存”
的城市景觀。 其中,尤以犬最為突出。 如歸綏城市中各種犬隻“多不加禁圈,任其在街亂跑,妨害

秩序非淺”。􀃊􀁐􀁛包頭城市街道亦多犬隻,並時有“發現瘋犬,咬傷多人”,􀃊􀁑􀁒 須“各分局官警查獲擊

斃”,􀃊􀁑􀁓才能維持市民安全與城市秩序。 多倫城市街道“每日晚間,野狗成群,大者高二尺許,兇惡之

狀,令人恐怖。 夜間行走,若持帶銅鈴、燈籠就不要緊,不然群犬即不令行,勢必咬死”;􀃊􀁑􀁔豐鎮城市

中的各類犬隻則多在街道亂跑,加大了狂犬病的傳播等等。 而在外蒙古城市中,犬隻更是氾濫,不
僅影響城市秩序,還在一定程度上亦威脅到民眾安全。 如在庫倫城中,常有民眾被犬襲擊斃命的事

件發生,􀃊􀁑􀁕且“無一營幕能免惡狗進來把人一腿一臂噬去的危險”。􀃊􀁑􀁖特別是在夜間,“整個庫倫都是

一片汪汪的狗吠聲”,􀃊􀁑􀁗以至於“除非有非常重要的事情,否則很少有居民晚上上街,而且很少獨自

一人”。􀃊􀁑􀁘因而時人稱庫倫的犬為當地“最大的潛隱勢力”。􀃊􀁑􀁙

隨著邊疆地區開發程度的加深,大量農牧商業人口開始進入蒙地,各區城市規模也有所擴大。
與此同時,新的西方現代的城市理念也開始得到政府及學者們的廣泛推崇,強調城市建築環境與自

然環境間的界線,􀃊􀁑􀁚注重城市的秩序性、管理性、衛生性。 而這一時期,家犬野犬在蒙地城市中的活

動及狂犬病等疾病的傳播,使其一度成為城市建設者的“眼中釘”,被重點整治。 為此,蒙地城市也

陸續開展了規範養犬及抓捕野犬等行動,如 1932 年內蒙古西部的歸綏市要求“自四月八日起至本

月二十三日止為編配犬證之期,過期設有無證之犬,在街奔跑,即捕送野犬場,或有證之犬在街逃

跑,按附號令該管局所究其主人疏忽之由及處罰云”。􀃊􀁑􀁛在發放犬證的同時,政府亦要求狗主嚴格管

理犬隻,加以禁圈,􀃊􀂏􀂘􀂢“禁止外出遊行街市”。􀃊􀂏􀂘􀂣對於無主之野犬,則由專人抓捕,集中送往野犬場甚

至捕殺。 在包頭市,1935 年,政府亦規定:“凡市內各機關及商民各戶,每畜犬一頭,均須有自製號

牌懸掛犬頸,以資辨別”,􀃊􀂏􀂘􀂤並勒令犬主“不得任意縱犬散跑街市,違者處罰,但由主人攜帶同行者,
不在此限制”,􀃊􀂏􀂘􀂥以圖維持城市秩序。

抗戰爆發後,綏、包相繼淪陷,日偽政權亦在城市管理中嚴控犬隻。 在偽厚和市(即歸綏),如
1939 年,偽政府要求“凡屬使令飼養家犬者,須在二十日以內向該管員警署按飼養者之住址、姓名

及飼養犬之頭數、種類、毛色、齒齡、性別等須呈報請領犬牌拴於犬之頸部”,􀃊􀂏􀂘􀂦且“有咬傷人畜之虞

或性質狂躁之犬,飼養者應加以繩索繫留或帶籠頭”。􀃊􀂏􀂘􀂧又如 1941 年、1943 年,偽政府為防止狂犬病

之傳播,針對城鄉犬隻分批分地進行疫苗注射􀃊􀂏􀂘􀂨等等。 而在包頭市,偽政府亦“特製就畜犬證多份,
凡飼有家犬之戶,皆應往領”,􀃊􀂏􀂘􀂩以圖進行統一管理,並進行狂犬疫苗注射。 此外,對於野犬或無證

之犬,偽政府則開展了大規模的捕殺行動,如 1941 年,偽巴彥塔拉盟“鑒於各市縣野犬數目之激增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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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狂犬病之預防上,人畜之被害上,殊有莫大之不便。 爰是特命各市縣,事實野犬捕殺旬間,以對流

浪野犬,予以徹底的撲殺,以完成預防狂犬病之目的”。􀃊􀂏􀂘􀂪其中偽厚和市(即歸綏)的捕殺行動自 12

月 1 日起,10 日結束,在城內“由衛生隊員,編成三個撲殺班,每班以六名編成之”,􀃊􀂏􀂘􀂫進行捕殺,所
獲犬皮出售充作衛生費。􀃊􀂏􀂙􀂢包頭市的野犬捕殺行動自 12 月 1 日始,21 日結束,“於此期內凡有家犬

者,必須提出畜犬證並須將犬獒置自宅內,否則即行以野犬處理”。􀃊􀂏􀂙􀂣豐鎮城內野犬捕殺自 12 月 8

日始,17 日結束,捕殺野犬達百餘條。􀃊􀂏􀂙􀂤1943 年 1 月 12—18 日,為防止狂犬病蔓延,偽巴彥塔拉盟所

轄厚和、集寧等市鎮再度勒令警署及相關機關實行野犬捕殺行動,並要求“嚴格之施行,以期將漫

遊之野犬徹底撲殺淨盡”。􀃊􀂏􀂙􀂥而在沒有淪陷的內蒙古西部及綏西城鎮,民國政府也延續著城犬隻嚴

管政策,如綏遠省政府要求各市鎮“嚴厲取締隨地便溺及豬犬野遊”,􀃊􀂏􀂙􀂦並將街道有無野犬流竄視為

重要考核指標之一。􀃊􀂏􀂙􀂧甚至在糧食供應困難時期,提出“捕殺豬狗 5 萬條” 􀃊􀂏􀂙􀂨的計劃,以節省糧食,維
持軍民食物供應。 抗戰勝利後,民國政府亦在歸綏、包頭、豐鎮等市鎮推行犬隻登記掛牌,以及野犬

捕殺等政策,以期維持城市秩序與衛生,􀃊􀂏􀂙􀂩但由於社會局勢的動蕩,這些政策並未完全得到落實。
晚清民國時期,隨著蒙地社會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,傳統遊牧生產模式日趨瓦解,並逐漸形成

了農、牧、商業多元發展趨勢。 在商品化、城市化的影響下,蒙古犬除在純牧區的畜牧生產中以及農

牧區民眾的安全中繼續發揮作用外,犬及其產品的商品價值也得到開發。 犬皮等成為重要的產品,
被部分地區專業化生產,並流通銷售至國內乃至海外市場。 而在這一過程中,外國資本的力量也日

益滲透到蒙地犬隻的飼養及貿易中。 此外,隨著蒙地人口的增加與市鎮的發展,城市亦成為各類犬

隻(既有家犬,也有野犬)的重要聚集地,而在這一過程中,家犬在保護農牧民生命財產以及情感寄

託等方面的作用得到較大的發揮。 與此同時,野犬的泛濫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城市秩序安全及衛生

形成了挑戰。 總之,犬隻等牲畜成為內蒙古城市環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,通過與人類的密切互動,
發揮著較大的影響,自然生物環境與人類城市環境較為緊密地相結合,沒有清晰界線。 而這與當時

城市建設所推崇的明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線,強調城市管理、秩序、衛生的現代城市建設理念有較

大矛盾,因而使得蒙地城市逐漸加強了對家犬的管理及對野犬的捕殺。

結　 論

在傳統遊牧生產模式下,內蒙古廣大牧區民眾保持著較強的移動性,畜牧生產的自然環境發揮

著極大的影響,各類動物是其中較為活躍的因素。 其中,蒙古犬作為家畜的保護者與牧民生命財產

安全的保衛者,在內蒙古畜牧生產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。 通過蒙古犬,農牧民一方面構築了抵

禦獸害的“生物戰線”,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基礎上保障了畜牧生產;另一方面,農牧民以蒙古犬為中

介,擴大了與草原自然界的互動範圍與管理能力。 而在此基礎上,人犬之間逐漸形成了基於同一生

命共同體的和諧互動關係。 在近代內蒙古地區農業化、商品化、城市化等背景下,一方面,人犬之間

的互動不再僅限於畜牧生產、看家護院和情感寄託,而有了更為多元複雜的互動形式乃至矛盾衝

突,犬隻及其產品的商品化使其成為牟利對象,而現代城市建設中的人犬矛盾又使犬成為重點整治

乃至打擊對象。 另一方面,犬隻及其產品的商品化,以及其在現代城市建設中的被管理整治,使得

人犬關係不單再是親人夥伴,同時亦有了商品與生產者、城市秩序管理者與“破壞者”等複雜關係,
且後兩種關係明顯有加強趨勢,部分地區商民為獲得更高利潤或為加強城市管理,出現了犬隻的濫

捕濫殺現象。 由此可見在近代內蒙古社會經濟巨變下,人與動物乃至人與自然的關係與互動也發

生深刻變化,其一方面體現在近代內蒙古自然、社會環境大變革下,現代化建設思想中人與動物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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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世界與自然荒野間界線明晰的二分思想的傳播與發展,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犬之間趨於疏遠;另
一方面,人類對於犬類的評價與利用從傳統遊牧時代基於經濟、政治、文化、情感等多元價值,逐漸

轉向以單一經濟價值為中心,從而使得犬類逐漸商品化、工具化,人犬之間和諧共生的夥伴關係也

逐漸發展為生產者與產品間的利益關係等等。
目前內蒙古地區正處於社會主義畜牧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,在這一過程中,各類非畜類動物

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,諸如近年來的新狼害、鼠害等問題即是明顯體現。 在應對這些來自家畜生

物環境的挑戰時,農牧民仍需犬類的協助,構建畜牧生產安全的“生物戰線”,以最小干預來保持草

原生態平衡。 而這需要我們在結合當前牧區現實情況的基礎上,充分發掘、繼承和弘揚遊牧文明中

關於人犬、人與動物和諧共生關係的合理內核,構建內蒙古農牧區新的和諧的人犬關係以及人與動

物關係,促進畜牧業的可持續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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